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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政府绩效评价与考核体系中，过分重视短期经济增长，呈现所谓的“唯

GDP 主义”，不仅可能导致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阻碍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还会产生忽视环

境保护、民生改善与共享发展等的治理扭曲现象。在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考核体系

转型导向下，截至 2022 年末，省市级政府对 495 个区县政府的绩效评价取消了 GDP 考核

的权重，为研究中国政府治理转型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开展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

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基于 2008—2019 年的县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

了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共享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绩效考核转型

能够显著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经济增长“指

挥棒”弱化或消失后，若代之以偏向农村发展的“指挥棒”，则有利于强化对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促进效应。在作用机制上，绩效考核转型后县级政府通过助推第一产业发展、农村

土地出让的初次分配政策与社会救助支出的再分配政策，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更快增长。

这表明，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实现转型，辅之以农村偏向的强激励转换，有助于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重要内容的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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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基于目标管理的目标责任制、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和考察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德、能、勤、绩、

廉”的领导干部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中国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绩效考核体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

很强的形塑力，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 1995 年，中共中央颁行的《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就明确提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实绩”。在此条例的指导下，

1996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台的《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评标准体系》将实绩评价指

标细化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四大类别，进一步明确了实绩评价的具体

内容。尽管该体系始终呈现多任务特征，由于经济增长具有较高可度量性和绩效兑现时效性，因而

常常成为上级政府首要考察以及下级政府需要优先回应的“强激励”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细化完善齐头并进。关于中国经

济高速增长的政府推动因素，主流理论给出了两种政治经济学解释：一是财政联邦主义论（Qian & 
Weingast， 1997）；二是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政府绩效考核体制（Li & Zhou，2005；周黎安，2007）。

财政联邦主义论认为地方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动机在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而晋

升锦标赛论认为增长的关键在于“GDP 指挥棒”对地方政府官员产生的晋升激励。尽管现有研究对

*　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信箱：guxin31@zju.edu.cn；柳鲲鹏，浙江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信箱：kunpengliu@zju.edu.cn；沈宇辉、龚斌磊（通讯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310058，电子邮箱：22122073@zju.edu.cn，gongbinlei@zju.edu.cn。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72161147001，721731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092）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19，
22JZD025）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供的建设性意见，感谢华南理工大学黄亮雄、澳门科技大学王振宇的帮助。当然，文

责自负。

170



2024年第 5期

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带来的究竟是财政激励还是晋升激励以及两者是否相关存在着分歧（陶然等，

2010；马亮，2013；吕冰洋和陈怡心，2022），但有相当一部分文献发现，以 GDP 考核为重心的政府绩

效目标管理对经济增长的确有促进作用（Xu & Gao，2015；马亮，2017；李书娟和徐现祥，2021）。

但是，GDP 指挥棒的过度耀眼，容易形成“唯 GDP 主义”，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出现短视行为，在

主政过程中过分追求“投资少、见效快、周期短”的项目，长期来看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的粗放型发展

模式和忽视民生发展投入的治理扭曲（陶然等，2010；黄亮雄等，2021）。“唯 GDP 主义”考核激励引

致的高速经济增长，其驱动力主要在于物质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而非技术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存在抑制作用。依照生产的规模报酬递

减的规律，通过投入增加驱动的增长模式本身也不具有可持续性（Krugman，1994）。更有甚者，政府

竞争往往由于官员任期因素而呈现强烈的短期效应，容易引发造成社会经济负外部性的各种扭曲。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唯 GDP 主义”考核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公共支出的结

构扭曲，最终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发展不均衡问题（Liu et al.，2020）。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发展成果平等地惠及人民，是当前中国走向高

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国家在一定时期

内实行了限制人口流动的城乡户籍制度和城市偏向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成为扩大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的根源（林毅夫等，1994；蔡昉和杨涛，2000）。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城乡收入比经历了多

次波动，但一直维持在大于 2.5 的高位。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并会引

发消费不平等、受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向上社会流动空间不均等等社会经济后果，阻碍共同富裕的实

现。加入 WTO 后，中国实际 GDP 增速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均呈现出先上升（2007 年达到顶峰）、后

下降的趋势。

为了消除“唯 GDP 主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的理念，对地方政府经济治理绩效及其主政官员任职绩效的考核，逐渐从优先重视经济指标

转向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民生发展相平衡，同时将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增加城乡居

民收入等作为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而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唯 GDP 主义”指挥棒正在弱

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是多次提出破除“唯 GDP 论”，重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城乡融

合发展，特别是党的二十大强调“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表明中国的发展政策重心正在向

均衡性转变。在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GDP 考核作为地方政府行动

指挥棒的作用逐渐弱化，而创新发展、民生改善、环境保护、城乡共进、区域协调等任务在政府绩效

和官员政绩评价中的分量有所加重。

从理论上说，在多任务委托—代理体系中，经济发展主义强激励的消退，是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在逐层分解过程中，对基层政府的核心任务制定更科学合理规划的表现。由此引发的学术问题是，

破除“唯 GDP 论”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型，其实际成效如何？是否真的能促进民生改善、环境保

护与共享发展？截至 2022 年末，多个省市级政府陆续宣布对 495 个区县取消 GDP 考核，以此实现

政府绩效管理目标的转换，这为本文考察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社会经济影响提供了准实验环境。

由于县际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动力之一，而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的政府绩效考核转

型主要针对县级政府，本文基于 2008—2019 年县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破除唯 GDP 绩

效考核转型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层政府绩效考核方式转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的焦点放在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

的共享发展上。实证结果显示，破除唯 GDP 考核有利于推动地方政府重视城乡协调发展，相较于

其他县，取消 GDP 考核的县城乡收入比平均缩小了 0.0413。若脱贫攻坚或农业优先发展等偏向农

村发展的任务成为新的强激励指挥棒，则有利于强化取消 GDP 考核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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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一步地，取消 GDP 考核能够同时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且农村居民的增收幅度显著大

于城市居民，因此能够在发展中促进共享共富。机制分析表明，取消 GDP 考核后，在初次分配政策

上，县级政府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增加土地出让等措施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长；

在再分配政策上，县级政府的社会救助支出占比显著增加，最终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有四点边际贡献：第一，作为较早关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

距影响的研究，本文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在理论上演绎了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强激励目标

转换导致代理人政府注意力重新分配的推论，并为考核体系转型后基层政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

供了实证支撑；第二，关注了破除“唯 GDP 论”后强激励目标任务的转换，并将强激励任务的消失与

强激励任务的转换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县级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新的强激励目标

的确立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不同强激励目标对城乡协调发展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第三，进

一步探究了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型后，基层政府注意力转变的深层逻辑和具体行为表现，从政府

“做大蛋糕”的初次分配政策和“分好蛋糕”的再分配政策两个方面，厘清了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

入差距影响的第一产业发展、农村土地出让、农民非农就业转化和社会救助支出增加等传导机制并

予以实证检验；第四，本文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即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能修正原

有发展模式中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数量的扭曲现象，在目标管理的目标责任制下重新设定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强激励目标，能够为地方政府实现注意力的重新分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最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重要政策工具。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从学

术上考察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强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为高质量发展路径下推动经

济增长成果为民众共享提供政策启示。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政策背景和研究综述；第三部分通过构建多任

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提出假设；第四部

分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并介绍数据与变量的选取；第五部分使用县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

分考察了绩效考核转型后强激励任务的转换，并对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第七部

分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解，进一步考察了绩效考核转型后，地方政府通过增加社会救助支出、重

视农业发展和增加土地出让，引导农村居民实现经营与就业非农化，最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

机制；第八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政策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的政策背景

在破除“唯 GDP 主义”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背景下，部分地区上级政府开始逐步弱化甚至取消

对下级行政地区 GDP 增长的考核。浙江省湖州市决定从 2004 年起取消对区县的 GDP 考核指标，开

地级市政府破除“唯 GDP 论”之先河。2005 年，青海省政府宣布不再考核三江源核心区果洛、玉树

两州的 GDP，将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最重要指标，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实现了强

激励目标的转换。2012 年，新疆伊犁州对特克斯县和昭苏县不再考核 GDP，转而增加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指标的考核。2014 年，浙江省委修改了对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对丽水市 GDP
和工业总产值的考核指标，转而调整为考核空气质量和区域断面水质达标率等生态指标；相应地，

丽水市对县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也呈现出强激励目标的转换。自此，在县级层面的政府绩效考核转

型开始普及。2014 年，福建、湖北、贵州、河北、宁夏、山西、四川、安徽、河南相继宣布在绩效考核体

系中取消部分县的 GDP 考核指标；2015 年，浙江、内蒙古和广西分别取消了 26 个、10 个和 8 个县的

GDP 考核指标；2016 年，甘肃和云南也取消了部分县的 GDP 考核。截至 2022 年末，已有 18 个省份

的省级或地级市政府对 495 个区县先后取消了 GDP 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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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破除“唯 GDP 论”并非意味着省市级政府完全放弃了对县级政府经济增长指标

的考核，而是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在逐层分解过程中，对基层政府的核心任务进行更合理、更加因地

制宜地再确立。这意味着，在转型后，省市级政府会在绩效考核体系中为县级政府分配新的强激励

目标任务，即“指挥棒”发生转换。比如福建省在 2014 年取消下辖 34 个县（市）GDP 考核时，明确要

求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甘肃省在 2018 年取消了 58 个贫困县的 GDP 考核，并

将脱贫攻坚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增加到 80%。作为委托人的省市级政府在经济增长强激励指挥棒

消退后，基于新设强激励指标多寡或有无而形成的新型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有可能是驱动作为

代理人的县级政府改变行为的关键因素。

（二）“唯 GDP 主义”考核与城乡收入差距

纵向政府间关系可被视为科层体系中上下级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张璋，2017），具体说是一种

多委托人—多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周黎安，2014）。下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将注意力和

资源在上级政府多部门下达的多项任务之间加以分配，但我们可以把这一关系简化为单委托人面

对多代理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并基于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
strom）和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建立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以下简称 H—M 模型）加以分

析。依照 H—M 模型的推演，一旦委托人对某些任务的激励相对于其他任务的激励具有较高的明

确性和较高的短期回报率，或简言之，对某些绩效可度量性高的任务实施“强激励”，那么代理人则

会过度重视此类“强激励”任务，相对忽视其他任务（Holmstrom & Milgrom，1991）。

在部分借鉴委托代理理论尤其是 H—M 模型的基础上，有中国学者关注到以 GDP 考核为重心

的强激励措施会引致不少治理扭曲现象，如公共服务短缺、资源诅咒陷阱与环境治理不足（傅勇和

张晏，2007；张克中等，2011；黄寿峰，2017）。在研究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

中，李书娟和徐现祥（2021）使用 2001—2013 年的地级市数据，发现经济下行时，政府行动和市场力

量共同驱动经济增长，且政府绩效考核中的优先增长目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约占 1/3，揭示了

政府绩效指挥棒的效力。但另有研究表明，政府绩效考核对 GDP 的重视尽管在提高短期经济增长

率上有显著效力，但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没有驱动作用（莫龙炯和张小鹿，202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唯 GDP 主义”的局限性，在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

走向包容性增长的当下，破除政府绩效考核中的“唯 GDP 主义”成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共

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截至 2022 年末，省市级政府对 495 个区县相继取消了 GDP 考核的权重，在政

府绩效考核转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举措是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

创新探索和对公共价值的重塑，是经济社会发展在科学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上的进步（潘璠和化

成，2014）。但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鲜有学术文献针对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转型对基层政府

行动的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估，这成为学界多维政绩考核目标影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文献中

的缺漏内容。

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中，城乡收入差距是衡量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巨大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城市的补

贴和对农村的挤压（林毅夫等，1994；Kanbur & Zhang，2005）。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经济改革率先出现在农村，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短暂缩小，但在 1985 年后，随着城市改革的

步伐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再次扩大。1993—1998 年间，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短暂的缩小，2001 年中

国加入 WTO 后，外贸冲击又一次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008 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逐年下降的

势头，但总体上仍然保持在高位（李实和朱梦冰，2018）。然而，这一格局在党的十八大后发生了一

些改变。世界银行以收入水平较低的 40% 人口是否享有收入增长为度量指标，提出了“共享繁荣”

的概念，并于 2016 年开始每隔两年发布《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2016 年、2018 年和 2020 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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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中国共享繁荣指标不仅始终为正，而且其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同时，中国城乡收入比于

2012 年恢复到加入 WTO 前的水平，并持续降低。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与城乡

收入差距缩小发生的时期重叠，两者是否有直接关系？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讨论不胜枚举。已有文献发现，城市化与城市偏向的政策投入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陆铭和陈钊，2004；陈斌开等，2010；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金融发展也扩大

了城乡收入差距（姚耀军，2005；叶志强等，2011）；与之相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周

利等，2020），人力资本提高（郭剑雄，2005）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刘晓光等，2015；
余泳泽和潘妍，2019）。无论是政策投入、普惠金融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大部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

因素都与政府行动有关。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延伸，探究政府行动的诱发因素，即

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使基层政府行动发生转换，继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

本文致力于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县域城乡收入差

距有无影响？第二，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上级政府重新分配的强激励目标任务，如何调节转型对

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三，转型政策通过引发何种政府行动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下

节将通过建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就以上问题提出研究假设。

三、 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提出

（一）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的多级政府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

本节基于 H—M 模型分析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县级政府行为的变化，研究对象是作为代理人

的县级政府的行为，即既定合约设计下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注意力+资源）分配问题。作为委托人的

上级政府给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下达多项任务，包括经济增长、脱贫攻坚、环境保护、人民增收、

共享发展等，并对不同任务设定不同的考核权重。本文分别以下标 1、2、…、n 指代上述诸项任务，

上级政府给予各项任务的考核权重分别为 β1、β2、…、βn，且所有考核权重相加等于 1。在多任务委

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既有可能对单项或多项任务设定强激励，也有可能对所有任务都不设强激

励。在没有强激励的情况下，β1、β2、…、βn 基本上均等。单任务强激励则意味着某项任务的权重高

于其他任务；这其中，“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体系意味着代表经济增长任务考核的 β1 高于其他任

务的 β，但其他任意两项任务之间的 β 值大小未知。

下级政府在各项任务上的努力分别以 e1、e2、…、en 指代，由于政府的努力程度具有上限，令所有

努力的和为 F ，即政府努力的最大值。政府的边际努力成本呈现递增之势，即一、二阶导数均大于

0，设为 C ( )ei = 0.5e2
i 。下级政府的努力转化为所考核绩效的函数为 πi = ei + εi，其中 εi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 2
i 的分布，σ 2

i 越小代表任务可度量性越强。

基于此，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CE = α +∑
i = 1

n

βi πi -∑
i = 1

n 1
2 ρβ 2

i σ 2
i -∑

i = 1

n 1
2 e2

i （1）
其中，α 为固定支付，ρ 表示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

i = 1

n 1
2 ρβ 2

i σ 2
i 为代理人的风险成本，即代理人

宁愿放弃这部分以换取确定性收益。则，代理人最大化效用的努力分配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CE

s.t. ∑
i = 1

n

βi = 1 （2）

∑
i = 1

n

ei = 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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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 > βi，∀i ≠ 1 （4）
由一阶条件可得，下级政府在某一考核任务上的最优努力分配为：

e*
i = βi + F - 1

n
，i = 2，3，…，n （5）

下级政府的努力分配遵从上级政府绩效考核的权重设定，对于考核权重 β 更高的任务投入更

多的努力 e。在现实中，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发生之前，只有 β1的权重最高，因此地方政府会将较多的

努力配置到完成促进经济增长这项任务上。

抛弃“唯 GDP 论”后，上下级政府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可能会出现如下三种情景：（1）委托

人不为代理人分配新的强激励任务，即原 β1高于其他任务的部分在其他任务上均摊；（2）委托人在

抛弃“唯 GDP 论”后为代理人重新分配新的目标任务，使得委托代理关系依然保持单任务强激励的

格局，即原 β1转移给其他某一项任务；（3）多任务强激励，即原 β1分摊给其他多项任务，使这些任务

的 β 高于其他任务，但都比单任务强激励情况下该任务作为单一强激励任务的 β 要低。为便于区

分，以下用 βi '来标识转型后任务 i的考核权重。

情景 1：无任务强激励

该情景下，原 β1高于其他任务的部分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均摊到其他任务上。此时，任务 1
（经济增长）的考核权重 β1 '不再高于其他任务考核权重，降低的部分均摊到其他所有任务上。容易

得到：

βi ' = βi + β1 - β1 '
n - 1 > βi， ∀i ≠ 1 （6）

（6）式表明，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任务 1 考核权重降低部分 β1 - β1 '均摊到其他 n-1 项任务上，

因此任务 1 以外所有其他任务的考核权重都较原来得到增加。根据（5）式，最优努力分配在其他变

量不变时，随考核权重变化而同方向变化。因此，当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实施绩效考核转型之

后，原 β1高于其他任务的部分会在其他任务上均摊，这导致代理人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努力随之降

低，而在其他每项任务上的努力都会上升，相应的促进性政府行动会有所强化。

情景 2：单任务强激励

该情景下，原 β1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转移到其他单项目标任务。任务 1（经济增长）的考核权

重 β1 '不再高于其他任务考核权重，其考核权重下降部分转移到新的单项目标任务上。为表达方

便，我们可以假定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单任务强激励的新任务下标为 i。则有：

βi ' = β1 （7）
（7）式和（4）式联立，明显可得到：

βi ' = β1 > βi （8）
一种简单的解读是：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任务 1 和任务 i 考核权重互换，因此任务 i 考核权

重升高，任务 1 考核权重降低，而其他任务的权重不变。根据（5）式，最优努力分配在其他变量不变

时，随考核权重变化而同方向变化。因此，当政府将原有任务 1（经济增长）的考核权重转移到新任

务 i上时，政府在经济增长上的投入或努力随之降低，而将更高投入或努力放在新的单项强激励任

务上，对于其他没有获得强激励的任务，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的努力程度则不受影响。具体来

讲，这种情况还包含两种子类型：（1）若委托人将强激励指挥棒转移到与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相关的

考核任务上，则代理人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会相应增加，取消 GDP 考核对县域城乡协

调发展的影响也随之强化；（2）若委托人将强激励指挥棒转移到与城乡协调发展目标无关的考核任

务上，代理人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不会增加，但也不会被削弱，因此新指挥棒的调节效

应应当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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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3：多任务强激励

该情景下，原 β1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转移到其他多项目标任务上。上级政府为县级政府重

新分配的多项强激励目标任务以 2、3、…、m 指代，其他弱激励任务则以 m+1、m+2、…、n 指代，且 3 ≤
m < n。此时，任务 1（经济增长）的考核权重 β1 '不再高于其他任务考核权重，且高于其他任务的部

分会分摊到多项新的强激励任务上。假定绩效考核权重 β1 - β1 '在 m-1 个新的强激励任务中的分

摊是平均的，那么对于新的强激励任务 i来说，容易得到：

βi ' = βi + β1 - β1 '
m - 1 > βi （9）

（9）式显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任务 i 的考核权重增加了任务 1 减少的考核权重 β1 - β1 '均

摊到 m - 1 项强激励任务中的部分，而 m+1、m+2、…、n 等没有获得强激励的任务权重不变。根据

（5）式，最优努力分配在其他变量不变时，随考核权重变化而同方向变化。因此，当政府将原有任务

1 经济增长考核权重转移到 m-1 项强激励任务上时，作为代理人的下级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

努力程度随之降低，而将更高努力投入在新的强激励多任务之上，对于其他没有受到强激励的任

务，下级政府的努力程度则与转型前相同。对于本文研究的县域城乡协调发展来说，这种情况同样

包含两种子类型：（1）代理人被赋予多项强激励任务，其中同时包含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关与无

关的目标任务，则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城乡协调发展效应会被强化，但与共享发展相关性弱的任务

将争夺部分注意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的新指挥棒对城乡协调发展的

强化作用；（2）代理人被赋予多项强激励任务，但这些任务都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无关，在这种子

类型下，代理人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不会增加，但也不会被削弱，因此新指挥棒的调节

效应应当不显著。不过，由于城乡协调发展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第

二种子类型并没有在政策实践中出现。

（二）研究假设提出

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针对县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评价体系并无结构性变动，

评价体系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实绩考评中经济增长的权重消失或降低，其他社会经济评价指标权重

相应提高。上文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指出，绩效考核转型后，代理人会对促进经济增长之外

的其他任务付出更多努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进一步地，通过梳理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的政策文本，我们发现有些省市级政府分别强化

了不同任务的考核权重，这些任务包括脱贫攻坚、农业发展、生态保护等。而强激励目标的转换，是

重新分配县级政府政策注意力，进而影响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调节因素。

考察新设目标任务对取消 GDP 考核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还需要关注新设目标任

务是否偏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体来说，取消 GDP 考核后县级政府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付出

更多努力的情形有四种：（1）上级政府并未设立新的强激励任务，那么县级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努力也会增加；（2）上级政府将强激励指挥棒转移到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标相关的任务

（如偏向农村居民的农业发展或脱贫攻坚）上，县级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努力则会相应

增加，有利于加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若上级政府将强激励指挥棒转移到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目标无关的任务（如兼顾城乡居民且与收入弱相关的环境保护）上，县级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努力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新指挥棒的调节作用应当不显著；（4）若县级政府被赋予多项强

激励任务，其中同时包含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标有关和无关的任务，则取消 GDP 考核对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仍有促进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低于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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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绩效考核权重改变的调节。

假设 2a：若偏向农村发展的目标任务考核权重增加，则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缩小作用会被强化。

假设 2b：若兼顾城乡居民但与收入弱相关的目标任务考核权重增加，则破除“唯 GDP 主义”考

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受新指挥棒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假设 2c：若委托人同时增加偏向农村和兼顾城乡居民但与收入弱相关的多任务考核权重，尽管

后者的目标任务考核权重增加会挤占政府注意力，但由于偏向农村的强激励存在，破除“唯 GDP 主

义”考核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的强化程度将介于假设 2a和 2b 之间。

更进一步地，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会如何影响政府行动和个体选择，最终实现县域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呢？厉以宁（1994）曾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既包括按照市场效率进行的初

次分配，又包括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筹等方式进行的第

二次分配。在这两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制定产业政策、

完善法律法规，目的在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化其合法性，以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则要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原则，通过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策工具调节收入分

配。通过梳理既有文献，本文将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府行动分为两类：一是把“蛋糕分

好”，即通过再分配行为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调节（杨穗和赵小漫，2022）；二是把“蛋糕做大”，即通

过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一般来讲，“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并重的，或者前者略微优先于后

者；但在实践中，“分好蛋糕”主要涉及政府再分配行为，对于收入差距调节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而

“做大蛋糕”主要涉及政府推动产业发展之举，见效需要相对较长时间。因此，下文依据先短期、后

长期的逻辑设定讨论次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实践逻辑优于理论认知。

就把“蛋糕分好”而言，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被视为促进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调

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郑功成，2021）。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救助因其目标定

位聚焦于收入相对更低的弱势人群，更具选择性，因而具有更强的再分配作用。杨穗和赵小漫

（2022）指出，社会救助的针对性不断增强，主要救助对象包括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人口、

支出型困难家庭等，根据困难类型和致困原因分类给予针对性救助帮扶，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这说明社会救助支出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

的弱势群体大多分布在农村，因此社会救助支出增加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

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推测，在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后，县级政府为改善农村弱势群体

生计可能会提升社会救助支出在民政总支出中的比重。

就把“蛋糕做大”而言，农业导向的政策偏好和就业非农化是政府推动农村居民增收的两大主

要方式。已有文献关注到原有“唯 GDP 主义”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不足（马

光荣和杨恩艳，2010），并指出财政支农的“缺血”和“缺位”会通过抑制第一产业发展影响农民增收

（龚斌磊和王硕，2021），而涉农定向激励可以扭转城市偏向性政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龚斌磊

等，2023）。一方面，第一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高效利用土地，并解放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促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

就业，而农村土地出让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剩余劳动力本地就业非农化的重要途径（黄祖辉等，

2014）。大量农村土地，无论是转成规模种植的农业用地，还是出让成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或者商

业用地，都更有利于农民实现本地非农化就业。农业生产规模化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化有

利于推动农民增收（王庶和岳希明，2017），也将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

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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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3a：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后，政府通过提高社会救助支出在民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促进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假设 3b：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后，政府通过重视第一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长，进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假设 3c：破除“唯 GDP 主义”考核后，政府通过增加农村土地出让数量和面积，实现农业规模经

营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化，进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本文的分析思路见图 1。

图 1　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分析思路

四、 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

实施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的考量取决于诸多因素，如地方经济规模、地区财政状

况、自然生态条件、脱贫攻坚目标等。在控制上述因素的前提下，省市级政府针对县级政府取消

GDP 考核可被视为一项自然实验，从而我们能够使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此项政策的效果进行评

估。本文构建取消 GDP 考核转型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Ratioict = α + βCancelict + δX it + μi + γt + λct + εit （10）
其中，Ratioict 表示 c 省的 i 县在 t 年的城乡收入差距，Cancelict 是政策处理变量，以实施取消 GDP

考核的县为处理组，未实施考核转型的县为对照组，当且仅当处理组的县取消 GDP 考核后，Cancelict

的取值为 1，否则为 0。X 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将在下文详细说明。μi 为县域固定效应，γt 为年份固

定效应，由于省级政府是破除唯 GDP 考核转型的主要制定者，回归方程中加入 λct 作为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 εit 是随机误差项。

为探究绩效考核转型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效应，双重差分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内生

性中的遗漏变量问题。此外，在控制了在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本文额外控制了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各省份每年的差异。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借鉴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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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测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考虑到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是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表现，本文也同时

探究转型对上述两种收入的直接影响。

2.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是否取消 GDP 考核，将转型县 i在实施转型年后赋值为 1，否则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陆铭和陈钊，2004；余泳泽和潘妍，2019），本文控制了一系列

可能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县域经济、地理和政策变量。经济因素包括：（1）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以对数化县域 GDP 衡量；（2）县域财政紧张程度，以财政总收入占财政总支出衡量。地理因素

包括：（1）地形起伏程度，用县域的高程标准差除以县域面积得到；（2）坡度，用平均坡度除以县域面

积衡量。政策因素包括：（1）精准扶贫政策，以 2008 年、2011 年和 2012 年三次国家贫困县评定名单

为基准，确定贫困县及其进入时间；（2）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以 2007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印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评定的第一批和 2016 年第二批评定的 676 个区（县）为

准。在经济地理控制变量的处理上，参考 Li et al.（2016），本文取样本考察期间内首个取消 GDP 考

核转型时间（即政策基期 2012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紧张程度，将基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

紧张程度、地形起伏程度和坡度分别乘以时间趋势，再加入回归方程。

4.机制分析变量

抛弃“唯 GDP 论”后，政府优先或重点施政目标的调整，会通过影响政府行动导致相应的经

济社会发展结果。因此，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应当具有多层传导路

径。首先，转型后政府行动的变化最有可能体现在强化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再分配政策，其中

最典型的就是社会救助。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社会救助的提升可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本文以社会救助支出占县域民政总支出的占比来测度政府对社会救助的重视程度，作为

机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其次，促进第一产业发展、引导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考察取消 GDP 考核政策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与此同时，关于“刘易斯拐点”或“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表明，农民非农就业率增加是提高

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裕而非农产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

的二元经济第二发展阶段（基本上自 2004 年开始）依然重要（蔡昉，2022）。为此，本文将从县级

农村土地出让和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变化两个方面，考察取消 GDP 考核政策对农民非农就业的

影响。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能够揭示取消 GDP 考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长期影响，本文的数据选取标准是尽量能够

覆盖到大部分试点县域取消 GDP 考核时点前后 5 期的情况。2012—2018 年是破除“唯 GDP 主义”

绩效考核转型试点出现的主要时段，考虑到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外生冲击，本文最终选取

2008—2019 年 1402 个县（市、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大部分

控制变量、机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CSMAR（国泰安）县域经济数据库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解释变

量以及控制变量中的政策变量由笔者对照政府文件统计得出。机制变量中 2010—2016 年的社会

救助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土地出让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本文在 2008—
2019 年全部土地出让数据中，识别“项目位置”中含有“村、乡、庄、农场”等农村相关关键词的土地

出让项目，合并到区县层级，最终得到县域农村土地出让的数量和面积。农户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微

观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问卷调查，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地点的可匹配性，本文使用

2009—2015 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篇幅所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参见附录 1。由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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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GDP 考核政策试点县中，部分县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存在缺失，本文仅考察到 495 个试点县中的

326 个。不过，数据缺失的随机性检验表明，试点县数据是否缺失具有随机性，因此尽管存在数据

缺失，本文的结论依然是可靠的。①

五、 弃旧除弊：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的基准回归分析

（一）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表 1 给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4）列以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逐个加入县

的经济因素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地理因素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是否为贫困县以及是否为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作为控制变量，发现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对城乡收入差距均存在显著的负向

作用。以第（4）列的回归结果为例，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考核转型的县相比未取消 GDP 考核的

县，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了 0.0413，该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 1，即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有

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 1 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变量

绩效考核转型

经济因素*时间趋势

地理因素*时间趋势

精准扶贫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县域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区县数量

观测值

R2

城乡收入差距

（1）
-0.0499***

（0.0178）
Yes
No
No
No
Yes
Yes
Yes

1402
11761
0.9409

（2）
-0.0463***

（0.0179）
Yes
Yes
No
No
Yes
Yes
Yes

1402
11761
0.9412

（3）
-0.0461**

（0.0179）
Yes
Yes
Yes
No
Yes
Yes
Yes

1402
11761
0.9412

（4）
-0.0413**

（0.0180）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402
11761
0.941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双重差分方法能够准确估计政策效应的前提是，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结果变量的变

化遵循平行趋势假定（Bertrand et al.，2004）。由于各区县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试点政策并

非同一年进行，因此本文采取动态双重差分法（黄炜等，2022）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动态双重差分法的基本思想是，不以绝对时间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而是以转型开始发生的相

对时间作为参照系。检验模型如下：

Ratioit = α + Σβk Dk
it + δX it + μi + λct + εit （11）

其中，Dk
it 表示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试点政策执行后第 k 年的虚拟变量，考核转型政策扩

散集中于 2012—2018 年，本文使用 2008—2019 年面板数据，理论上可以观测到大多数绩效考核转

型县域前后 5 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情况，因此 k 的取值为-5、-4、-3、-2、-1、0、1、2、3、4、5，共 11
期。对于考核转型 6 期前或 6 期后的值，将其归并为-5 期或 5 期。最后，将考核转型的前一年（k =
-1）作为基期进行考察，得到转型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效应如图 2 所示。

①　因篇幅所限，数据缺失的随机性检验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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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破除“唯GDP主义”绩效考核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箱型图表示 90% 的置信区间。

由图 2 可以看出，以政策实施的-1 年为基期，政策出台前，考核转型县与考核未转型县的城乡

收入差距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绩效考核转型第 2 年后，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相比之前发生了

显著下降，且政策执行的时间越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幅度越大。总体而言，我们的模型满足使

用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假设，且绩效考核转型政策的出台时间越长，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越

大，说明该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持续性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1.修改模型设定

尽管双重差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内生性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可估计出破除“唯 GDP 主义”

绩效考核转型政策实施后实验组对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但由于转型政策实验组的选择并非完

全随机，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为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多时点倾向值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可能影响试点政策选择的经济因素、地理因素和政策因素进

行倾向值匹配，筛选出具有相似条件的对照组和实验组，再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倾向值匹配法原本

仅适用于截面数据分析，将其直接应用于面板数据会出现“自匹配问题”，而 Böckerman & Ilmakun⁃
nas（2009）使用的逐期匹配法则可能导致匹配对象在政策前后不一致（谢申祥等，2021）。尽管如

此，截面 PSM 和逐年 PSM 仍然是消除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较好的解决方式。因此，本文使用两种

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可能影响取消 GDP 考核实验组选择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使用近邻匹配法进行 logit 回归，对匹配前后样本进行平衡性和共同支撑检验后，再进行 DID 估计，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影响的 PSM—DID 结果

模型

被解释变量

绩效考核转型

控制变量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基准回归

城乡收入差距

（1）
-0.0413**

（0.0180） 
Yes
Yes

截面 PSM—DID

（2）
-0.0304a

（0.0187）
Yes
Yes

逐年 PSM-DID

（3）
-0.0402**

（0.0196）
Yes
Yes

注：上角标 a表明其近似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截面 PSM—DID 模型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 p 值为 0.104，可以近似

认为其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我们选择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作为 PSM—DID 检验的汇报结果。表 2 结果显示，两种

PSM—DID 的估计都表明取消 GDP 考核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显著影响，且逐年 PSM—DID 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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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0.0402 与基准 DID 估计的-0.0413 基本一致，这表明取消 GDP 考核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

影响是稳健的。

2.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非观测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本文同时构造伪处理组虚拟变量和伪政策

冲击虚拟变量，以凸显破除“唯 GDP 主义”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操作方

法是，虚构政策冲击处理组和时间并模拟回归 500 次，结果见图 3。其中，空圈表示估计系数的 p
值，水平虚线表示 p=0.1，竖直虚线表示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 β=-0.0413。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估

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均值在 0 附近，且基准回归的估计点在随机冲击的核密度曲线之外，表示转型

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影响并非随机因素所致。

图 3　安慰剂检验

六、 革故鼎新：对强激励目标转换的进一步分析

激励与问责并重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是上级政府“掌舵”以应对下级政府代理问题的重要工具

（尚虎平，2018）。政府绩效考核转型，意味着在针对县域政府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强激励

发生了弱化或者转换，与此同时上级政府有可能为县级政府设立新的“指挥棒”。本节分析绩效考

核转型后，上级政府重新分配新的强激励任务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以考察多任务委

托—代理关系中强激励安排对转型后县域共享发展的调节效应。

通过梳理上级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政策文本，按照新设目标任务，将实验组（试点县）分为脱贫

攻坚优先，农业发展优先，生态保护优先，以及同时强调减贫、农业与生态的多任务强激励，共四种

类型，其占比分别为 58%、6%、34% 和 2%。省市级政府为县级政府重新分配新强激励目标任务的

情况，详见附录 3。由于贫困人口和农业主要分布在农村，因此脱贫攻坚和农业发展显然属于偏向

农村发展的强激励目标任务。而生态保护既包括农村环境整治（如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打造美丽

乡村等），又包括城市污染治理（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推进城镇留白增绿等），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

关联较弱，因此本文将其归类为兼顾城乡居民但与收入弱相关的强激励目标任务。

将上述四种类型与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政策交乘，估计的回归模型如下：

Ratioit = α + βCancelit + φ 1 Antipoorit*Cancelit + φ 2 Agricultureit*Cancelit + φ 3 Ecologyit*
Cancelit + φ 4 Mutitaskit*Cancelit + δX it + μi + λct + εit

（12）
其中，Antipoorit 表示实验组县被重新赋予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Agricultureit 表示农业发展目标

任务，Ecologyit 表示生态保护目标任务，Mutitaskit 则表示上述强激励兼而有之的情况，其他参数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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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含义与（11）式一致。

图 4 展示了将四种新设强激励任务同时加入计量模型中的回归结果。首先，作为偏向农村居

民的强激励指挥棒，脱贫攻坚和农业发展都能够强化破除“唯 GDP 主义”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证明了假设 2a 成立。由于农业收入增加只是农村居民增收的途径之一，除

了强调农业还有其他多种途径促进农民增收，而脱贫攻坚聚焦农村地区。因此，同样是偏向农村居

民的目标任务，以脱贫攻坚为强激励指挥棒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更强。

图 4　破除“唯GDP主义”绩效考核转型后新设不同目标任务的差异

其次，作为兼顾城乡居民但与收入弱相关的强激励指挥棒，生态保护并非偏向农村居民的目标

任务。当委托人将原有 GDP 考核的权重转移到生态保护上时，代理人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府

行为增加，与实现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相关性较弱。同时，生态保护绩效考核也不是偏向

城市居民的指挥棒，其权重的增加不会过度挤占代理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视程度，因而生态

保护作为强激励指挥棒，对绩效考核转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一发现证明假设

2b 成立。

最后，考察多任务强激励的情况。图 4 最后一列的系数表明，破除“唯 GDP 主义”后，上级政府

同时强化脱贫攻坚、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考核，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强和相关性弱的强激

励指挥棒兼而有之的委托—代理关系下，多任务强激励依然能够强化绩效考核转型对县域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的影响，假设 2c 成立。尽管生态保护考核作为一项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关性弱的强

激励目标，占用了县级政府的一部分注意力，但脱贫攻坚与农业发展目标作为偏向农村的强激励指

挥棒的存在，依然确保了县级政府在缩小城乡差距目标任务上的注意力进一步强化。因而各项强

激励任务兼而有之的多任务强激励委托代理关系，也会强化考核转型的效果。值得指出的是，图 4
中多任务强激励的影响（-0.1205）与三个单任务强激励影响的算术平均值（-0.1486）非常接近，这也

印证了（9）式的结论。

七、 走向共享发展：收入差距分解和影响机制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的分解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变动，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表

现。本节将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解，进一步考察破除“唯 GDP 主义”绩效考核转型对这两项指标的

分别影响。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表明，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系数和统

计显著性都较为稳健，取消 GDP 考核后，实验组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对照组平均显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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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对照组平均显著提高 1.03%。这说明考核转型能够同时提高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且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更大，由此实

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城乡协调发展。

表 3 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变量

绩效考核转型

经济因素*时间趋势

地理因素*时间趋势

精准扶贫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县域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0.0164***

（0.0055）
Yes
No
No
No
Yes
Yes

11844
0.9889

（2）
0.0151***

（0.0054）
Yes
Yes
No
No
Yes
Yes

11761
0.9889

（3）
0.0135**

（0.0054）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1761
0.989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
0.0109**

（0.0045）
Yes
No
No
No
Yes
Yes

11844
0.9890

（5）
0.0106**

（0.0045）
Yes
Yes
No
No
Yes
Yes

11761
0.9891

（6）
0.0103**

（0.0045）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1761
0.9891

（二）政府行动和农户行为的变化

破除“唯 GDP 主义”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府行动的变化

上。由于转型后政府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政府在推动农村居民增收上所付出的努力或采取的行

动有所增加。相关的政府行动多种多样，但可以归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类，分别通过一

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对农民增收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产生影响。

由于财政行为的变化相对迅速且较易度量，政府财政支出成为观察政府行为变化的重要视角。

我们首先聚焦于“分好蛋糕”类的政府行动，即再分配效应强且对于贫困农民增收具有短期直接效

应的社会救助。作为民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支出的对象主要是贫困人口，而贫困人口

大多分布在农村，因此社会救助能够有效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考

察破除“唯 GDP 主义”转型对社会救助支出的影响，表 4 第（1）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考核转型使社会

救助支出在民政总支出中的占比平均提高了 1.49%，说明考核转型会增加地方政府对社会救助的

重视程度，通过提升贫困人口的民生福祉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假设 3a成立。

接下来我们分析“做大蛋糕”类的政府行动，即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就业非农化的政策。

就产业发展而言，由于农业主要分布在乡村，所以政府采取行动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并提高农业劳

动生产率会显著促进农民增收，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 4 第（2）列结果显示，绩效考核转型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升了 4.99%，第（3）列结果显示，取消 GDP 考核后第一产业增加值显著提升

了 3.32%，因此可以认为，考核转型促进县级政府更加重视农业生产，通过提高县域农业劳动生产

率和第一产业增加值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假设 3b 成立。在土地用途上，农业用地出让并转

化为科教用地、仓储用地或者商业用地，其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农业本身。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地

方政府会提倡土地流转和土地出让，①这样一方面能够高效利用农地资源，另一方面还能够推动因

农业生产率提高而挤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本地非农再就业（曹建华等，2007）。表 4 第（4）列和

第（5）列考察了考核转型对地方政府农村土地出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考核转型后，地方政府显

①　感谢审稿专家指出土地出让和土地流转的不同之处。农村土地出让后，土地用途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因此农村土地出让

数量和面积增加，与此同时导致非农就业增加，让农民实现本地就业非农化，进而实现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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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了农村土地出让的数量和面积，且处理组比控制组的农村土地出让数量平均多 15.4%，面积

平均多 32.6%，说明假设 3c 成立，即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农村土地出让，提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 4 破除“唯 GDP 主义”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县级

变量

绩效考核转型

观测值

R2

社会救助支出占比

（2010—2016 年）

（1）
0.0149**

（0.0067）
6510

0.7917

农业劳动

生产率

（2）
0.0499**

（0.0252）
11326
0.9720

第一产业

增加值

（3）
0.0332***

（0.0116）
11761
0.9882

农村土地出让

数量

（4）
0.1540**

（0.0658）
11005
0.7758

农村土地出让

面积

（5）
0.3260***

（0.1118）
11005
0.6673

注：控制变量、固定效应与基准回归一致，本表不再报告。

抛弃“唯 GDP 主义”后，县级政府政策导向的转变也会导致农村家庭和劳动者就业行为的变

化。表 5 使用 2009—2015 年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证实了这一变化，从而揭示了考核转型促进城

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微观机制。表 5 结果表明，考核转型后，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比增加了 7.85%，

说明社会救助的增加和农村土地的流转增强了农户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收益的能力，而非单纯依

赖政府的再分配行为实现增收，这进一步论证了破除“唯 GDP 主义”的积极社会政策意涵。对于农

村劳动者个体而言，其自身的劳动方式转向非家庭经营劳动的概率提升了 6.53%，从事非农业行业

的概率也增加了 4.20%。总之，回归结果表明，考核转型后，政策导向的转变引致了农村劳动者工

资收入的提高和非农就业的转化，最终通过农村居民超额增收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表 5 破除“唯 GDP 主义”政府绩效考核转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农户

变量

绩效考核转型

农户固定效应

农户特征

个人特征

观测值

R2

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值

（1）
0.0785*

（0.0407）
Yes
Yes

75003
0.7836

非家庭经营劳动

（2）
0.0653***

（0.0244）
Yes
Yes
Yes

158522
0.3814

非农业部门就业

（3）
0.0420***

（0.0214）
Yes
Yes
Yes

158522
0.4216

注：本表使用的是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抽样数据。第（1）列的分析单位为农户，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家庭经营主业、是否国家干部

户、是否村干部户、是否党员户、家庭常住人口和家庭劳动力数 6 个家庭特征；第（2）—（3）列的分析单位为个人，控制变量中加入了

性别、年龄、是否农业户口、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 5 个人口统计学变量。

八、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影响代理人政府的注意力分配，进而调整公共政策的实施和特定政府

行动并对经济社会施加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取消 GDP 考核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是政府绩效考核

体系对破除“唯 GDP 论”的重大突破。转型后，强激励目标任务的转换为县级政府制订了新的行动

蓝图，对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全国范围内 495 个县相继推进取消 GDP 考

核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这一自然实验，在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使用 2008—2019 年县级

面板数据估计了破除“唯 GDP 主义”对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一步考察了

强激励目标转换对转型后共享发展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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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目标管理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强激励目标的退

化、转移和重塑能够助推代理人政府实现注意力的重新分配，进而表现出相关强激励目标下的差异

化努力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取消 GDP 考核指标的县相比保留 GDP 考核指标的

县，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进一步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指挥棒弱化或消失后，委托人为县级政府

树立脱贫攻坚或农业发展等偏向农村发展的任务作为新的强激励指挥棒，有利于强化考核转型对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促进效应；反之，当兼顾城乡发展且与收入相关性较低的生态保护目标成为新

的强激励指挥棒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效应无法得到增强。当委托人同时增加偏向农村和不偏

向农村的多任务考核权重时，考核转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介于前两种情形之间。

进一步地，通过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分解，本文发现政府绩效考核中破除“唯 GDP 主义”既能

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能够促进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且农村居民的增收幅度显著大于城市居

民。这说明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不仅无碍经济增长，而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缩

小的推动呈现出以农村居民收入更快增长为底色的“发展式共享”或世界银行倡导的“共享繁荣”。

机制分析表明，针对县级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在破除“唯 GDP 论”后，县级政府会通过“做大蛋糕”

的初次分配产业政策和“分好蛋糕”的再分配政策两套政策工具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在初次分配政

策上，县级政府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增加土地出让等措施，实现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村居民就业

非农化，进而促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在再分配政策上，县级政府社会救助支出占比

显著增加，对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力度增大，最终实现农民收入更快增长下的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

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型是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经济增长强激励下地方

政府行为扭曲的纠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应当认识到，破

除“唯 GDP 论”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修正了原有发展模式中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数量的现象，为推动

地方政府注意力的重新分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条件。可是，单纯取消基层政府 GDP 考核

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唯 GDP 主义”的歧路，但也没有为基层政府设立新的前进方向和

行动指南。在取消 GDP 考核的基础上辅以相应的农村偏向的强激励指挥棒，可促使基层政府向城

乡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目标调整行动。政府绩效管理的变革是当前政府改革深化的必然趋势，也

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本项研究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下的政府绩

效考核体系中，GDP 强激励指挥棒被取消并被农村发展为取向的新强激励绩效指标所取代后，相关

政府行动就会发生改变，从原来片面注重 GDP 短期增长转而重视以强化社会救助为内容的社会保

障以及助推农业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等措施，这些政府行动逆转了“唯 GDP 主义”下城市导向的公

共政策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挤压现象，推动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更快增长。

本项研究发现具有丰富的政策意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享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本项研究可生发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转型试点政策有待进一步推广。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的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弱化甚至

取消原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挥棒，会降低基层政府在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上的绩效压力，不

仅无碍政府、市场和社会内生经济动力的勃发，而且还会相应增强政府在民生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上的资源配置和行动优化，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享发

展、共同繁荣。

其次，强激励绩效目标的转换对地方政府新注意力的形成与分配至关重要。本文的异质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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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显示，在取消 GDP 考核的基础上辅以偏向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目标高度相关的强激励转

换，可促使地方政府政策注意力的重新分配，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型的共享发展。事实上，以取消

GDP 考核为代表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转型，也是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在逐层分解过程中，对基层政府

的核心任务制定更科学合理的分类规划的初步实践。所谓破而后立、革故鼎新，只有率先打破“唯

GDP 主义”指导下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一元发展模式，才能在后续政策实践中进行分类规划，鼓

励基层政府在新的绩效考核体系下，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开展专业化分工，避免因“统一考

核命题”所带来的“一哄而上”与资源浪费。

再次，基于本文有关机制分析的研究结果，偏向农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

于：（1）增加社会救助支出在公共财政中的比重，将更多财政资金投放于民生领域，强化社会安全网

的兜底作用，直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2）多措并举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经营效

率，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大幅提高。具体而言，省市级政府可以引领并助推基层政府通过数字化转

型打造现代化新型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的颠覆性和前沿性革新，促进第一产业中新质生产力的

形成，这也是新型农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3）完善制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土地出让，农村

土地流转有助于通过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农村土地出让则能够使大量多余

农地资源转换成工业、商业以及科教用地，实现农村居民就业和经营活动的非农化转变，为乡村振

兴创造有利的环境。（4）致力于扫除农村居民非农就业的制度性障碍（例如社会保障的非身份化），

强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弱势群体的返贫监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助力共享发展的实现。

最后，在破除“唯 GDP 主义”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既要防范在政策制定上再度踏入“唯某某

主义”的歧路，科学论证政策目标的合理性、政策行动的可行性与政策效果的可持续性，拓宽基层政

府因地制宜的发展空间，也要防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唯指标论”“唯数字论”，牢牢把握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大格局观，走向发展与共享兼而有之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路。当然，本文的计量经

济分析具有一定的限度，其发现只能揭示一些大概率、共性和方向性的结论，对于众多因地、因时制

宜的具体措施，需要学者们进一步通过案例研究或受控实验加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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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redominance of GDP growth as a goal in China’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has cast 

certain unfavorable impacts on high-qua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ared prosperity. Since the 18th CPC Na‐

tional Cong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peatedly proposed to abolish “GDPism”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o eradicate the dominance of “GDPism” and facilitate 

transformation, the superior government has eliminated the inclusion of the GDP index in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across 495 count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to show that after “GDPism” is abolished in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county level tend to reallocate their resources and efforts to 

the remaining goals in the system, especially to those where strong incentives are newly adde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9, this paper employ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find‐

ings indicate that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

ment.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counties without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reated counties’ urban-rural income ratios are 

0.0413 smaller on averag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newly added incentives shows that the 

shrinking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ratio are stronger when the newly added incentives are 

more related to rural development.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lusions predicted by the multi-task principal-

agent model.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re‐

duc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t the macro level, the transformation makes county governments put more effort 

into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Specifically, after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is per‐

formed, the county governments tend to increase social assistance expenditure, develop agriculture, improve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ncrease land transfer in rural areas. All these efforts can be seen as corrections to “GDPism” and 

can benefit mor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At the micro level, in counties with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

agement transformation, rural households have a larger ratio of wage in their total income and individuals show higher 

probabilities of attending non-household and non-agricultural work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as a study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on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offers both theoretical de‐

duction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rough the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Sec‐

ond, this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rong incentives on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

velopment after th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Third,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transmission mecha‐

nism of the impacts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ourth, this paper pro‐

vides some practical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can correct the dis‐

torted phenomenon of one-sided emphasis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ld development model and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redistribu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fulfill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GDPis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ransformation;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Model; Urban-Rural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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